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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流影响下的文化趋同与社会发展

——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葬的启示
*1

穆东旭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东山村遗址的发掘为太湖地区崧泽文化增添了新材料，为进一步探讨崧泽文化的发展进程提供了

重要契机。东山村崧泽文化墓地的陶器显示出其在继承马家浜文化的同时，也与周边文化处于相互影响之中，使得

区域文化面貌逐步趋同，这种趋势同样表现在太湖地区内部，另一方面，陶鬶差异暗示的地方类型则始终存在。从

社会层面来看，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早期就已经出现了聚落内部的分层构成，其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受到区域文化交

流的影响。

【关键词】：崧泽文化 东山村遗址 文化趋同 社会进程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Ａ

一、遗址概况与年代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南沙镇，北距长江 2 千米，坐落于香山东脊向东延伸的坡地上。遗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南

北长约 500、东西宽约 600 米，遗址总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
［1］

。遗址经过 1989、1990、2008、2009—2010 年四次发掘，发现一

批新石器时代遗存，时代从马家浜文化早期到崧泽文化晚期。最值得关注的是取得重要收获的后两次发掘
［2］

。发掘区分为三部

分：Ⅰ区发现崧泽文化小型墓 22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面积相似，长约 2.2、宽约 0.8 米，墓向基本为西北向，随

葬品多在 10 件以下；Ⅱ区发现崧泽早期房址 5 座，面积最大的有 85 平方米；Ⅲ区发现崧泽早中期大中型墓 15座，大墓均为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约 3、宽约 1.7 米，随葬器物多在 30 件以上。崧泽文化早期大型墓葬首次在长江下游发现，墓葬分区埋

葬和大型房址也说明这时已经出现较严重的社会分化。东山村遗址的发掘让不少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良渚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

文化应该有更早的来源，而这些来源很可能就在以东山村为代表的崧泽文化早中期。

东山村遗址第三、四次发掘报告将崧泽遗存划分为三期六段
［3］

，时代贯穿崧泽文化早晚。1、2、3 段为崧泽早期，其中 1

段包括Ⅰ区部分小墓和Ⅱ区房址，时代相当于新岗⑤层下部分墓葬和南河浜早期 1 段，2、3 段包括Ⅲ区⑤层下大墓和Ⅰ区小墓，

相当于崧泽中层一、二期；4、5 段为中期，包括Ⅲ区④层下大墓和Ⅰ区小墓，相当于南河浜晚期 1 段；6 段为崧泽晚期，只有

Ⅰ区小墓，相当于南河浜晚期 2 段。与新岗等遗址相比，缺少崧泽文化最末期的文化因素和典型陶器，其年代下限应早于以毘

山大部分墓葬、姚家圈二期为代表的所谓“过渡遗存”
［4］

（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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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村一、二次发掘将崧泽遗存分为 A、B两组，相当于崧泽文化早、中期
［5］

。A 组陶器有长颈折腹壶、束腰饰有弦纹和三

角形镂孔把豆、小口鼓腹圜底罐等，相当于三、四次发掘的早期 3段。B组遗存少，有卷沿弧腹豆、直口花瓣足杯等，据简报介

绍为崧泽文化中期，被归入马家浜文化的第五期遗存，其时代应为崧泽文化早期，有小口折肩折腹壶、三足鬶、饰有鸡冠耳的

鼓腹罐等，应相当于报告中早期 1、2段。

二、陶器提示的文化交流、趋同与地方类型

1.从东山村陶器看太湖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

东山村遗址从马家浜文化延续至崧泽文化，前两次发掘的简报认为东山村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存具有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

化过渡的性质
［6］

，中间不存在缺环，说明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应直接来源于本地的马家浜文化。东山村遗址早期 1、2段出土的

鼎、折肩折腹壶、敛口喇叭形圈足豆、盆、鸡冠耳小口鼓腹罐等在东山村或周边遗址的马家浜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来源。田

名利先生在谈到马家浜晚期文化分区时认为，受到太湖东西两区文化交流的影响，在太湖北部出现“祁头山——彭祖墩”类型

马家浜晚期文化
［7］

。江苏无锡彭祖墩遗址的带把罐、豆以及一些釜、鼎的口沿均与东山村马家浜文化遗存出土陶器相似。

崧泽文化早期在发展过程中也演变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如束腰形饰有镂孔把的豆、长颈壶、退化腰沿的釜、扁铲

形垂腹鼎，器物多作折肩折腹形态，早期偏晚阶段还有三足壶。中期逐渐出现觚形杯，凿形足鼎、三段式把的豆等。从早到晚，

太湖北部沿江地区鱼鳍形鼎足并不多见。

任何考古学文化都是开放的，崧泽文化同时也影响着周边地区：北面可以到宁镇地区、江淮东部和苏北鲁南地区，西面可

以至皖西南，西北可以到达安徽淮河南岸地区。

北阴阳营文化是以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命名，报告将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二、三期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时代相当

于马家浜文化晚期到崧泽文化晚期。其陶器组合以鼎、豆、钵和罐等为主，器物上流行鋬、流、耳等附饰。器物以素面为主，

纹饰主要有弦纹、镂孔和几何图案等。石器主要有斧、钺、锛、刀等。玉器有璜、环和片饰等。在北阴阳营遗址中，虽然主体

因素有别于太湖地区，但也存在大量崧泽文化因素，发掘报告认为：“有部分陶器，如卷缘或折缘罐形鼎，折缘折腹饰瓦楞纹

的盆形鼎、折缘豆、勾缘豆、勾缘折腹豆等，大体与青浦崧泽中层（偏早）的同类器相似。”
［8］

而东山村 M92：4（图三︰1），

鼎足、侧把弯折，M92︰13（图三︰2）簋与 M90：61
［9］

（图三︰3）扁三角形足鼎及器盖，则是受北阴阳营文化影响的证据。宁

镇地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当地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毕竟有限，太湖地区文化因素在崧泽时期始终未能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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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东部地区相当于崧泽文化早中期的是龙虬庄文化晚期，龙虬庄文化以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
［10］

命名，报告将龙虬庄遗址

新石器阶段分为三期，时间为距今 7000—5000 年。龙虬庄文化以圜底双耳罐形釜、罐形鼎、三足盘、彩陶钵、豆、猪形壶为主

要陶器，骨器较多。外来的崧泽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第二、三期的瓦楞纹壶、曲腹罐、花瓣足杯、折腹鼎及鸡冠耳的装饰等方

面。东山村遗址的侧把鼎（图三︰4）、罐形豆（图三︰5）、盆等是受龙虬庄文化影响的产物。江淮东部地区处于淮北和江南

之间，始终受到海岱地区和太湖地区影响，三种文化交汇于此。由于在文化输出方面远逊于输入，在龙虬庄文化之后，江淮东

部地区逐渐成为良渚文化的势力范围，太湖地区文化因素占据主要地位。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在龙虬庄第二期以后逐渐被崧泽文

化所占领
［11］

，是崧泽文化向外扩展的例证。

与宁镇、江淮东部地区相比，皖西南地区的薛家岗文化明显弱势，在与崧泽文化交流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对比来看，崧

泽文化在中期时曾极大地影响了大别山东部的薛家岗文化，且这种影响可能是单向的。

薛家岗文化以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
［12］

命名，该遗址于 1979—1982 年经过 5 次发掘，发掘者将遗址分为四期，鉴于第一期

出土遗物较少，报告将薛家岗遗址二、三期定为薛家岗文化。核心分布范围在安徽西南部大别山以东的长江沿岸一带，主要遗

址有潜山薛家岗、天宁寨、怀宁黄龙、安庆夫子城等。其年代相当于崧泽文化中晚期。

薛家岗文化早期受崧泽文化影响最大，具有较多的崧泽文化因素。薛家岗文化早期器物组合为鼎、豆、壶、鬶，与崧泽文

化相似。一些器型比如深腹罐形鼎、斜腹圜底盆形鼎、折肩折腹壶、束腰饰有长方形镂孔把的豆、长颈折腹壶等与崧泽文化十

分相像，难以区分。正如有学者指出︰“在黄鳝嘴类型中我们找不到薛家岗文化最早期中豆、壶的源头，但却能够在崧泽文化

和北阴阳营文化中找到。”
［13］

距今 6500—6000 年，在上述遗址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内包括太湖地区、宁镇地区、江淮中部、安徽西南部等地，早期文化就

已经显现出面貌的相似性，鼎出现并逐渐取代釜作为主要炊器。距今 6000 年后，地区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化内涵中的相似部

分也不断增加，崧泽文化的强势性又加速了不同文化间趋同性的演变（图四）。距今 5300 年后，良渚文化不断对外扩张，这些

地区也已先后成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显示出了区域的文化统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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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先生认为在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转变的同时，在长江下游、江淮东部地区出现了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龙

虬庄文化二期等与崧泽文化大同小异的遗存，这些类似遗存的形成过程就是“崧泽化”过程
［14］

。崧泽化即是在大体相同的环境

背景下，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趋同的现象。这种趋同既表现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也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既

有陶器组合器型上的趋同，也伴有区域文化社会的整合。这不仅是区域内部文化之间的交流，还有长江下游地区同海岱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互动。

在太湖地区内部，统一化的进程出现在马家浜文化晚期。马家浜文化早期，太湖东部与太湖西部文化面貌差异较大，由此

许多人认为可以分为两种文化——以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四层圜底釜为代表的太湖东部马家浜文化与江苏宜兴骆驼墩三期五段

平底釜为代表的太湖西部骆驼墩文化
［15］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遗存围绕太湖呈半月形分布，在太湖北部的分界大约在无锡祁头山

至彭祖墩一线。这种对立格局直到马家浜文化晚期才得以消解。在祁头山遗址
［16］

中，七层以前均为平底釜，第六层下墓葬中出

有圜底釜，据发掘报告第七层为马家浜文化晚期早段，所以圜底釜在祁头山遗址中出现时间应不早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早段。彭

祖墩报告中这样描述︰“彭祖墩遗址早晚期釜的变化中有平底釜减少而圆底釜增加的现象。”
［17］

而在东山村遗址中，据第一、

二次发掘简报，前四期均为圜底釜，直到第五期才出现平底釜。因此可以看出，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太湖东西格局发生了很大变

化，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已经被冲破，相互渗透，逐渐走向一体化。

2.从陶鬶看崧泽文化的地方类型

东山村遗址陶器群中体现了较多的外来因素，这与其地理位置偏北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区域交流中处于优先受到影响的地

位，在区域文化趋同的进程中必定表现出区别于文化核心区的文化面貌。陶鬶在太湖周边区域内均有发现，具有一定的文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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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从马家浜以来的垂囊盉到良渚文化的袋足鬶等器型来看，太湖本地陶鬶形制多样，存在时间也较长，下文便以陶鬶为线

索简要讨论崧泽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不同报告中，鬶与盉的定名与形制区分比较混乱，本文参照海岱地区陶鬶和后代青铜盉的造型，认为三足管嘴器可称之

为盉，流状嘴形器物称为鬶。崧泽文化的陶鬶有三足鬶与平底鬶之分。所谓平底鬶，也可称之为带把壶，在马家浜时期也有平

底鬶的存在。带把鼎与鬶还是有所区别的，带把鼎应该是一种炊器，而鬶则表现得口部较小且有流状嘴，毘山遗址出土的鬶为

鼎状鬶，因嘴部有流，实为水器，所以定为鬶。

东山村遗址同其他崧泽文化遗址一样，出土陶器基本组合为鼎、豆、壶和罐。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陶鬶见于东山村遗址

每座大墓中，每墓不少于一件。结合第一、二次发掘情况可知，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早期出土陶鬶分为平底鬶和三足鬶，三足

鬶基本形制为喇叭口，长凿形把手，中期鬶颈变短，腹变深，把手由凿形直把变为把端蜷曲或环状把手。

东山村向西的江苏江阴南楼遗址
［18］

属于崧泽文化早中期，陶鬶（M18︰17）侈口高束颈，在一扁足之上有一半环形把手（图

五︰5），与东山村中期鬶相似。再向西的江苏常州圩墩遗址
［19］

属于崧泽文化中晚期，陶鬶（M122︰19）高束颈，扁弧腹，一

足之上附有一圆形把手（图五︰9），明显是东山村陶鬶风格。再向西的常州潘家塘遗址
［20］

只是在 1977 年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

试掘，出土的红陶鬶（图五︰10）与上述圩墩器物相似，根据同出的花瓣足壶和饰瓦楞纹豆可以推测其年代应为崧泽文化晚期。

潘家塘附近的常州新岗遗址
［21］

出土鬶的类型较多，既有束颈扁腹鬶也有直口垂腹鬶（图五︰7、12）。



9

从上述各遗址出土的陶鬶来看，在太湖北部从东向西，单就陶鬶来看，应该都属于一种类型——东山村类型。

位于东山村以南、太湖东部的绰墩遗址也出土带把实足鬶。绰墩 M7︰11（图五︰11），侈口长颈，扁垂腹浅圜底，下附三

实足，一足之上有一上翘把手。根据 M7共出器物，可以判断其年代为崧泽文化早期。这种鬶与新岗出土的垂腹鬶相似，只是颈

部稍长。绰墩遗址还出土一种鬶（图五︰4），和东山村崧泽文化中期 M91︰14（图五︰3）相同，因此绰墩的鬶也属于东山村类

型。但处于东山村遗址东侧的张家港徐家湾遗址
［22］

不见有鬶。

东山村东面的江苏常熟钱底巷遗址
［23］

，在属于早期的地层中出土一件平底鬶（图五︰14），上部残缺，平底，腹部有一弯

曲把手，与东山村第二次发掘 M4︰6（图五︰13）相似，属于东山村早期风格器物。这种鬶也见于南楼 M24︰5 与张家港许庄
［24］

M1︰2（图五︰15）。

向南的太湖东部地区的崧泽文化则明显不同于东山村遗址。在江苏苏州吴县草鞋山、郭新河、吴江龙南，上海青浦崧泽、

福泉山以及更向南的浙江北部的嘉兴南河浜、双桥等地都不见有三足鬶，应该是地方差异。太湖南部地区的浙江湖州毘山遗址

出土的崧泽文化晚期的陶鬶颇像鼎形，方向明先生称之为“鼎形鬶”
［25］

，如 M13︰12（图六︰1），鼎形，口沿一侧有流，一足

上方有一环状把手；同属太湖南部的湖州吴兴邱城遗址
［26］

发现过一件陶鬶（图六︰2），与毘山器物相似。

由于太湖西部地区发掘地点较少，资料不丰富，暂不讨论。

在出土陶鬶最丰富的太湖北部，还可以根据形态和时间的不同，将上述这些陶鬶进行型式上的划分。根据三足的有无分为

三足鬶和平底鬶，三足鬶又可根据颈的长短和腹部形态分为三型（图五）。

如果向前追溯的话，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太湖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实足或平底的侧把鬶，到了崧泽文化时期，各地继承当地

文化因素，逐渐发展出了具有地方特点的陶鬶。鉴于马家浜文化早期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三足鬶可能由平底鬶发展而来。

前述东山村类型陶鬶主要分布于沿江地区，在更大范围内的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中也有见，西南的江西郑家坳遗址也有

出土，以陶鬶为代表的文化内涵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文化体系。

根据陶鬶的有无以及形态不同，可以将崧泽文化时期太湖地区划分为三大区域：太湖北部沿江地区、苏沪及杭嘉地区、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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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地地区。

这三个地区除了陶鬶的区分外，也有各自其他的区域特征。太湖南部的浙北山地地区盆形鼎的数量较少，陶器中较多饰有

多样组合的弧边三角与圆形镂孔的圈足盘与假腹杯形豆，石质生产工具较多见如刀、镰、犁等，从常州溧阳神墩遗址的崧泽文

化遗存来看，太湖西部与此区域文化面貌较为接近。苏沪与杭嘉地区是崧泽文化的中心地带，典型崧泽式陶器存续时间较长。

沿江地区则一直以来保持了较多的外来因素，如墓葬中大量出现的三足钵和带把鼎。

三个区域的文化差异大体代表了崧泽文化的三个地方类型，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通过某些文化因素略见一斑。鱼鳍形

鼎足的较早出现暗示了嘉兴和余杭地区的亲密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余杭地区通过圈足盘与浙北山地地区相关联，嘉兴

地区的器物群形制与苏沪地区更加相像。沿江类型在崧泽末期外来因素逐渐减少，更多地接受了来自南部的文化因素如圈足盘、

花瓣足和泥饼状假圈足，表现出对文化中心区亦步亦趋的态势。

三、大型墓葬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启示

东山村大墓和与之相关的大量玉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学界对于崧泽文化低水平与平等社会的认识，这同样表明自马家浜以

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发生了改变。陶器体现的区域文化交流或许暗示了这种改变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刺激动因。

自马家浜文化以来，太湖地区便一直向南北方向进行文化渗透，虽有长江与钱塘江为碍，但是远古先民早已掌握渡江技术，

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
［27］

就有独木舟的发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28］

也有船桨的出土，所以崧泽文化以舟楫为工具向南北拓

展便具备了可行性。长江历来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处于太湖北部长江南岸的东山村遗址有其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这种

优势往往会带来文化交流与获得外来物品的优先性，在沿江地区出现随葬大量玉器的高等级墓葬也在情理之中。玉器在太湖地

区社会发展进程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应该同样是理解东山村遗址社会分化程度较深的关键，同时文化的广域交流带来

的技术和观念的冲击就显得格外重要。

东山村遗址表现出了与玉器资源加工处理甚至垄断有关的现象。Ⅲ区大墓和Ⅰ区小墓分区埋葬，形成两片墓地，如果说整

个聚落是一个氏族组织的话，那么Ⅲ区和Ⅰ区墓葬就可能代表两个不同的家族。Ⅲ区大墓面积基本在 5 平方米左右，随葬品普

遍在 30 件以上，随葬玉器大多在 10 件以上。其中 M90 是墓葬面积最大者，随葬品数量最多，达到 65 件，玉器也是最多为 19 件。

根据出土的石锥、砺石以及石英砂推测 M90 墓主直接参与到制玉生产中，制玉工匠或是其众多身份之一。而Ⅲ区墓葬所代表的

很可能就是一个控制了玉石资源而兴起的家族。Ⅲ区大墓随葬大量玉器，与Ⅰ区墓葬形成了鲜明对比，聚落的社会分化程度之

大在整个崧泽时期也是罕见的。

在公元前第 4 千纪前期，长江中下游存在两个玉石制作区：大溪文化系统和北阴阳营—薛家岗系统（包含凌家滩文化）。

在宁镇地区的营盘山、北阴阳营和薛家岗墓地中，玉器消费比例为 40%、19%和 26%
［29］

，东山村 9 座大墓（M102 不计入）共出

土玉器 99 件，在随葬品中占近 26%，这样高的比例几乎超过了宁镇地区的玉器生产地点，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背景，即

在太湖北部并没有玉料产地，玉料应当是一种珍贵资源。所以Ⅲ区大型墓葬所代表的家族很可能是一个控制了玉器生产或玉器

流通的群体，随着日后发掘面积的扩大，有可能还会发现玉器加工场。

太湖北线沿江通道应该是东山村玉器资源的重要来源，东山村大墓中出土的长条形石锛、片形璜明显带有凌家滩文化的影

子，提示我们安徽凌家滩遗址是考察东山村玉器来源的重要线索。虽然对太湖地区玉器制作技术传承与传播的关系还有讨论的

空间
［30］

，但外来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与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影响是同步进行的，而这种影响的进程及路线已有学者进

行了考察
［31］

。

同时，资源与技术同社会分化的关系也值得思考。东山村墓葬分区埋葬的现象或许暗示了对稀缺资源和技术的控制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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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重要途径，这又可以与后来的良渚文化相联系。但与良渚文化不同的是，这种对玉器资源的控制还只是局限于一个聚落

中的一个社会单位内部，社会分化与社会矛盾没有到达良渚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四、结语

太湖地区从马家浜文化时期就显示出其地域文化的强势性，与邻近地区的接触中，不断影响这些早期文化的进程，特别到

了崧泽文化时期，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表现出了文化的统一性趋势，形成了鼎、豆、壶为主的陶器群与玉器的兴盛，这种趋势

可以称之为崧泽化过程。到良渚文化时期，整个江淮东部与宁镇地区也被完全纳入了太湖文化中。这种文化的扩散是在古环境

改善、陆地面积增多、太湖地区古人类的迁徙的背景下进行的。

除了文化外部的统一外，太湖地区古文化内部也不断进行着调整使内部也处于统一化进程中，这种调整大面积出现在马家

浜文化晚期。不管文化内部面貌再怎样的趋同，差异都是存在的，崧泽文化的陶鬶便说明了这一问题。

社会稀缺资源和技术的掌控影响着聚落社会分化的程度。在崧泽文化早中期，东山村遗址代表了崧泽文化核心聚落的发展

水平，与其社会发展程度相似的其他遗址几乎不见，这也预示了日后对玉器资源和琢玉工艺的控制在太湖地区的重要性。

东山村遗址的周围分布着许庄、徐家湾等遗址。若仅考察太湖北部地区，可以看出周边早期聚落发现较少，仅有钱底巷、

许庄以及常州地区的潘家塘、圩墩、新岗等遗址，这些遗址面积除圩墩 20 万平方米外均较小，多在 4 万平方米左右。到中晚

期遗址数量增多，除早期遗址延续至中晚期外还有张家港地区的徐家湾、妙桥、西蔡墩
［32］

，江阴南楼，常州地区的乌墩
［33］

、

寺墩
［34］

等，已知的徐家湾 4.5 万平方米，寺墩 6 万平方米，新岗遗址现存面积 3.25 万平方米，乌墩现存面积仅 1800 平方米。

由此可见，太湖北部沿江地区在崧泽文化早中期，聚落结构已显现出分级结构，最大的是东山村遗址，其次是圩墩，其他大部

分聚落则面积较小。如果单纯以面积来衡量聚落等级，东山村遗址不仅在张家港地区甚至在沿江地区已然成为一个核心聚落。

崧泽文化早中期，像浙江嘉兴南河浜、上海崧泽等大多数聚落还处于社会初步分化中，早期家族或家庭之间分化并不严重，

差别主要体现在群体内部成员之间，不平等现象只是局限在群体内部
［35］

，或者群体内部的不平等是横向的差异，社会分化不明

显
［36］

。这些聚落显示了与以东山村为代表的大型聚落不同的分化程度。这种现象与中原地区在庙底沟文化中晚期所表现出的社

会分化差异相似：以河南西坡聚落为代表的大型聚落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表现出了更加深刻的社会分化，而一般聚落则继

续保持了分化水平较低的血缘组织
［37］

。太湖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相似情形表明，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是

由早期的相对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转变的社会转折时期。中原地区灵宝西坡大型墓葬、凌家滩墓葬以及红山文化中晚期出现的

坛庙冢，都暗示着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平等社会，社会内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家族之间在财富与权力上都发

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聚落之间也产生了分层分级现象。

栾丰实先生指出：“文明社会的启动和迅速发展，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谱系和序列比较清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几个文化区

可以说大体是同步的。这一情况和认识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文明社会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在相互交流和竞争的氛

围中孕育、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38］

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时期，与周边地区交流十分频繁，大型聚落的产生与社会分化也不会

是偶然现象，放眼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这是个文明孕育的时代，是由简单社会走向复杂社会的重要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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